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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计算的发展并未简单表现为经典计算范式的替代，而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形成了新型计算与经典计

算相互依赖的混合实践结构。本文以“范式耦合”为核心概念，从新型计算与经典计算在确定性、局域

性以及信息处理方式上的结构差异出发，分析二者在混合算法中的功能分工及其工程基础。研究表明，

变分特征求解器(VQE)、新型近似优化算法(QAOA)等混合算法以新型计算处理单元承担特定计算任务，

以经典优化与控制环节完成参数更新、反馈和误差处理，使具有不同理论基础的计算范式在功能层面形

成协同。与此同时，混合算法仍面临贫瘠高原、新型–经典接口开销、噪声传播以及控制参数规模增长

等现实约束，这些问题表明范式差异不仅体现为理论层面的概念差异，也具体表现为算法设计、系统控

制和工程实现之间的协调难题。由此，“范式耦合”可作为理解新型计算当前发展阶段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重点不在于判断新旧范式的替代关系，而在于解释不同计算范式如何通过功能互补形成可运行的技术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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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computing has not simply manifested itself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classical computing paradigm. Instead, under current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it has given rise to a 
hybrid prac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emerging computing and classical computing are mu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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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Taking “paradigm coupling” as its core concep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differ-
ences between emerging computing and classical computing in terms of determinism, locality,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analyzes their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engineering foundations in hybrid 
algorithm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hybrid algorithms, such as the Variational-Quantum-Eigensolver 
(VQE) and the emerging approximat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QAOA), employ emerging computing 
processing units to perform specific computational tasks, while relying on classical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for parameter updates, feedback, and error handling. In this way, computing par-
adigms with differ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chieve functional coordination. Meanwhile, hybrid al-
gorithms still face practic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barren plateaus, emerging-classical interface over-
head, noise propagation, and increasing control complexity. These challenges indicate that paradigm 
differences are manifested not only as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but also as co-
ordination problems among algorithm design, system control, and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Ac-
cordingly, “paradigm coupling” can serve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ge of emerging computing. Its focus is not on determining the replacement relation-
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paradigms, but on explaining how different computing paradigms form 
workable technical systems through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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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式耦合的提出及问题背景 

计算科学的常规科学范式由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 1936 年提出的图灵机模型奠定。该模型以其

抽象的、基于离散状态和有限资源的结构定义了可计算性的边界[1]。这一经典范式在哲学上倾向于确定

性与局域性，实则是对机械论形而上学的符号论证与实践投射。它坚信物理世界是可被主体间性地完全

分解、精确模拟的逻辑实在，从而构建了一种自然哲学，即自然是可被还原为离散逻辑和有限步骤的机

器。图灵机的成功不仅确立了计算的工具理性，更在无形中定义了一种世界的观照方式，将计算本身提

升为了理解世界的根本范畴。 
然而，这种机械论的普适性假设，遭遇了根本性的挑战。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于 1981 年

指出，要精确模拟一个由 N 个量子粒子组成的系统，所需资源会随之呈指数级增长[2]。这种在特定领域

内效率的指数级崩溃，不只是简单的技术瓶颈，更是对经典范式普适性及本体论基础的根本性质疑，构

成了范式异常的哲学根源。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在 1985 年进一步主张，由于经典物理学本身是

不完备的，只有量子理论才能提供对物理世界更准确的描述[3]。费曼和多伊奇的论断将经典计算的失败

提升为对决定论哲学基础的失效证明，这意味着计算的失败已不再是计算效率的问题，而是计算所基于

的物理本体论的完备性出了问题，构成了新范式在形而上学层面诞生的先决条件。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著作中提出，科学发展经历了周期性的转换，其特征在于非

累积性、深刻的不可通约性以及新范式对旧范式核心假设的修正[4]。然而，这虽然深刻地反映了认识论

上的断裂，但往往忽略了科学史进程中时间维度上的历史连续性，即新事物总是从旧事物中辩证地生长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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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对库恩断裂性描述的实践反思，催生了本文的核心哲学关注点。本研究首先明确提出核心问题：

库恩的理论在新型计算时代是否仍然适用？在当代技术主导的科学实践中，对这种断裂性描述的反思引

向了更深层的哲学追问。基于此，本文引入“范式耦合”的概念，旨在弥补库恩模式在当代高技术科学

中的局限性。范式耦合描述了本体论基础相悖的范式如何在工程实践中实现功能上的协同与共存。这种

机制表明，旧范式并非是残骸，而是新范式结构中的工具理性锚点。范式耦合的哲学定位是后经验时代

的实践哲学，其核心在于将科学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从纯粹的实在论或逻辑经验论，转向由工程实践的有

效性与功能性所主导的新型理性形态。这种协同是被技术现实对理论哲学的强制修正所驱动的实践必然

性，其目的是在不统一本体论的前提下，通过实践活动统一实践理性，构建功能层级的双态系统。 

2. 经典计算与新型计算的范式差异 

新型计算与经典计算之间的差异，首先体现在信息表示和计算过程的物理基础上。经典计算是对确

定性、定域性世界的逻辑摹写。它的成功建构了人类对世界的经典自然观，即世界是一个可被精确定量

计算和预测的机械实在。然而，量子力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诞生，引入了叠加态、纠缠态和非定域性，

颠覆了经典计算所依赖的定域性、确定性本体论基础。 
在 21 世纪，“计算”已成为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观念和新方法，它的哲学地位升

维要求研究者重新审视计算背后的本体论承诺[5]。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的冲突，实则是宇宙观与本体论

的剧烈之争：世界究竟是确定性的图灵机，还是概率性的量子系统[6]？在数字时代，底层的计算模型实

际上已充当了事实上的宇宙学模型。图灵的遗产是将计算定义为可知的和可预测的边界，而经典计算在

模拟量子过程中的指数级失败则证明了支撑经典计算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决定论哲学的不足，迫使科学

界对计算这一根本哲学范畴进行结构性重审。量子计算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模型，正从机

械的钟表宇宙转向了一个相互关联、非定域的信息实在。量子计算机因此不仅仅是一台更快的机器，更

是对一种此前无法被经典计算有效描述的本体论的物理实现[7]。 
在经典领域中，人们往往坚信局域因果律，相信物体具有个体性或定域性，相互作用过的物体一旦

分离开来，就会彼此独立地存在。但量子纠缠现象意味着相互纠缠的粒子，即使远隔万里也能产生即时

的相互影响，这种关联是一种纯粹关联，不能根据传统的因果相互作用来理解，只有诉诸于数学才能理

解这种非分离的整体性[8]。爱因斯坦曾对量子力学深感困惑，认为这抽走了物理学的理论基石。这种动摇

揭示了经典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基础瓦解[9]。保罗·贝尼奥夫(Paul Benioff)和戴维·多伊奇(David Deutsch)正
是通过将量子态和纠缠态确立为可操纵的计算资源，从而为新范式奠定了非定域性本体论基石。 

贝尼奥夫在 1980 年提出了首个量子力学图灵机模型，将经典图灵机的内部状态替换为希尔伯特空间

中的纯态或混合态，将转移函数替换为酉矩阵，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量子系统具备通用计算的能力。多

伊奇在 1985 年进一步提出了通用量子计算机的概念，主张每一个有限可实现的物理系统都可以被一个通

用计算模型完美模拟，而只有量子理论才能满足这一原则。这些工作证明了量子力学的叠加态和纠缠态

并非仅仅是物理现象，而是可以被编码和操纵的计算资源，为新范式奠定了统一的理论基础。 
经典计算范式中对量子物理系统模拟的指数级失败构成了长期积累的理论异常，是对旧范式普适性

的根本性质疑。然而，仅有理论上的模拟失败不足以构成库恩所言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在于这种理论上

的指数级差距被转化为对核心信息安全工具理性的现实威胁。彼得·秀尔(Peter Williston Shor)算法的提

出，展示了量子计算机如何以多项式时间解决大数因数分解问题[10]。这种颠覆性威胁，使得指数级效率

危机从理论的抽象领域推入了现实世界，对基于计算困难性的现代加密体系构成了系统性的、无法在旧

范式内部解决的范式危机。秀尔算法引发的危机本质上是对经典工具理性合法性的挑战，是本体论危机

向实践领域扩散和升级的关键一步。这是对以效率和安全性为核心的经典工具理性的挑战，为新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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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结构性协同的哲学探讨提供了坚实的起点。 

3. 新型计算从理论到实践的技术演进 

新型计算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模型到实验系统，再到面向实际任务的算法探索过程。秀尔在 1994 年

发表了量子因数分解算法，展示了量子计算机如何以多项式时间 O((logN)3)解决大数因数分解问题，与传

统上最快的经典算法进行计算而花费的时间相比，量子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呈现了指数级提升[11]。这一指

数级飞跃将长期积累的理论异常，转化为对核心信息安全工具理性的现实威胁。现代加密体系是建立在

某些问题计算困难性的基础之上，而秀尔算法的成功则系统性地挑战了经典计算作为基础安全工具的合

法性，使得指数级效率危机从理论的抽象领域推入了现实世界，构成了对旧范式核心工具理性合法性的

挑战。这是本体论危机向实践领域扩散和升级的关键一步。 
洛夫·格罗弗(Lov Grover)在 1996 年提出了量子搜索算法。该算法能在 ( )O N 的时间内从一个包含

N 个条目的无序数据库中找到特定目标。相较于经典算法在最坏情况下需要 O(N)次操作，实现了二次方

加速[12]。它表明了量子计算可以在基础的、通用性的计算任务上系统性地超越经典算法，为新范式的商

业化和实践潜力提供了依据。 
量子计算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最大障碍是量子态因退相干和噪声而极易被破坏。秀尔在 1995 年首次提

出了量子纠错(Quantum Error Correction, QEC)的具体方案，解决了这一核心难题。QEC 的哲学意义在于，

它证明了量子信息尽管不可克隆，但依然可以通过编码与测量实现纠错，从而消除了量子计算在原理上

因退相干而无法实现的疑虑。QEC 充当了从理论飞跃到新常规科学之间的理性衔接点。它将对量子不确

定性的认知纳入了可控的实践框架，把本体论上的非定域性资源，转化为认识论上可操作、可控制的计

算结构，完成了新范式建构结构理性的第一步。 
后经验时代的科学哲学需要超越各种二分观念，如理论与观察、主体与客体的二分[13]。量子力学不

是物理学家从实验现象中抽象归纳的产物，而是他们打破经典概念框架的束缚，凭借直觉思维进行概念

创造的结果。因此，科学哲学需要将论域空间从科学的辩护域境扩展到科学的发现域境，从关注理论理

解扩展到关注实践理解，而“范式耦合”正是对这一哲学转向的实践回应。“范式耦合”通过工程实践，

将本体论上相互排斥的量子与经典不可分割地耦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实践理解，从而为后经验时

代的科学哲学范式重建提供了结构性实例。 

4. 新型计算优势与实践价值的重构 

新型计算从实验验证走向实际应用，需要同时满足算法有效性、硬件可靠性和系统可控性等条件。

尤其是在当前设备规模和容错能力仍有限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新型计算处理单元完成完整计算流程具有

较高难度。因此，新型计算研究逐渐形成了以新型计算处理与经典处理协同为特征的技术路线。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量子计算开始由理论走向实验验证，标志着新范式获得了实验可行性的初步合

法化。以核磁共振和离子阱为代表的实验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是对新本体论在物质世界中建构实在的

努力。例如，研究团队在 1998 年利用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首次在实验中成功运行了多伊奇算法。这一成

果不仅是数学模型的验证，更是量子本体论的物质化与经验性证实。它证明了基于非定域性原理的计算

过程能够在可感知、可重复的物理系统中被实现，从而完成了新范式在经验合法性上的关键跨越。离子

阱等技术路线在相干时间、门操作保真度上的追求，旨在将理论上颠覆常识的量子实在，纳入到人类实

践理性的可控范围。 
自 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研究焦点转向了构建具有实用前景的大规模量子计算机，引发了围绕新范

式成功标准的激烈争论。谷歌(Google)在 2019 年宣称其量子比特的“悬铃木”(Sycamore)处理器在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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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内完成了一项任务，而据其估计，最强大的经典超级计算机需要 1 万年才能完成[14]。谷歌将这一成就

定义为量子计算机在某个特定问题上首次无可争议地超越了所有经典计算机。谷歌选择的随机电路采样

任务被设计成对经典计算机极为困难，尽管其本身并无直接实用价值。这一宣称立即引发了国际商业机

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等机构的反驳。IBM 的研究人员指出，通过对经

典模拟算法进行优化，特别是利用顶点(Summit)超级计算机的庞大内存和张量网络收缩方法，完成同样

任务所需的时间将从 1 万年骤降至 2.5 天。此后，其他研究团队也通过改进模拟方法，进一步缩短了经

典计算所需的时间[15]。 
这场争论的核心，并非计算时间的简单数字对比，而是新旧范式本体论承诺与实用价值之间的深层

哲学张力。谷歌的主张，是在本体论层面宣告新范式对旧范式的超越，即便这种超越是基于一个非实用

的校准性问题。而 IBM 等提出的量子优势概念，则强调只有当量子计算机解决了有用的、实际的商业或

科学问题时，其价值才真正凸显。这反映了科学共同体在范式转换中，对于理性合法性来源的认知分歧：

科学合法性是基于纯粹的本体论突破，还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性与社会价值？科学标准的确定权正在

由纯粹的理论验证和内部校准，转向以实践效果和外部社会价值为导向。在这一阶段，确定科学新标准

的权力正在转移，实践的价值重塑为科学共同体奠定了新的社会哲学基础。因此，在量子转向引发的阶

段，科学合法性的标准正由纯粹的本体论突破转向以实用性、社会价值和工程有效性为主导的实践理性。 
这种变化使新型计算优势的评价从单一的理论计算复杂度比较，进一步转向具体问题中的综合性能

比较。一个算法是否具有实际价值，不仅取决于新型计算电路的理论加速，还与电路深度、测量次数、

数据传输、经典优化开销以及硬件噪声等因素有关。因而，新型计算的实践价值需要在完整计算链路中

进行评价。 

5. 混合算法中的范式耦合及工程挑战 

在当前新型计算技术条件下，VQE 和 QAOA 等混合新型–经典算法具有典型的范式耦合结构。VQE
利用参数化新型计算电路产生新型计算状态，并通过测量获得目标函数值，再由经典优化器更新电路参

数[16]。QAOA 同样通过新型计算电路构造候选解空间，再由经典优化过程调整参数以优化目标函数[17]。
在这一过程中，新型计算承担特定的新型计算状态制备和测量任务，经典计算则承担参数更新、优化搜

索、数据处理和反馈控制等任务[18]。 
这种结构的意义不在于将两种计算范式简单叠加，而在于通过接口把具有不同计算机制的功能模块

组织成一个可运行的系统。经典计算的稳定控制能力为新型计算处理提供参数搜索和反馈机制，新型计

算处理则为特定问题提供经典计算难以高效实现的状态空间处理能力。二者的关系因此表现为功能互补，

而不是理论基础的统一。 
“范式耦合”在理论上区别于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研究纲领框架。拉卡托斯的“保护带”是单

范式内部的修正机制，用于保护硬核[19]。这是一种认知上的策略，目的是保护理论的硬核不被规避，而

经典优化器在“范式耦合”中，是新量子范式在实践中获得实在性的工具理性基础设施。这种功能模块

的地位已提升至跨本体论鸿沟的桥接基础设施的高度。“范式耦合”代表了跨范式的功能互补与共存，

经典优化器是功能模块而非辅助性假设。这个经典模块的引入，并非旨在保护量子范式的硬核，而是为

了克服跨越本体论鸿沟实现工程实用性的关键，代表了本质上的跨范式协同。“范式耦合”超越了保

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费耶阿本德认为在科学发展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

固定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价值[20]。 
但范式耦合并不意味着协同天然有效。其工程困难首先表现为贫瘠高原问题：随着参数化新型计算

电路规模和结构变化，目标函数梯度可能迅速减小，使经典优化器难以获得有效的更新方向。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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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型计算电路设计、参数初始化和经典优化策略之间形成紧密耦合，说明新型计算模块的物理特性会

直接影响经典优化过程。 
第二类困难来自新型–经典接口。混合算法需要在新型计算设备与经典处理器之间反复执行“参数

下发–新型计算–测量–数据回传–参数更新”的闭环。新型计算本身的运行时间并不能代表完整算法

的实际效率，接口通信、编译、测量和数据处理产生的额外开销可能削弱新型计算处理环节的潜在优势。

因此，新型计算单元和经典控制系统之间并非简单的串联关系，而是存在明显的系统级性能约束。 
第三类困难表现为控制复杂度和噪声累积。随着新型计算电路深度、参数数量和测量规模增加，系

统需要处理更多控制变量，同时还要应对门操作误差、退相干和测量噪声。经典优化器虽然能够提供稳

定的控制和反馈，但控制任务本身也会随系统规模扩大而复杂化。由此形成一种具有双向约束特征的关

系：经典系统需要适应新型计算硬件的物理限制，新型算法又需要按照经典控制和优化能力重新设计。 
上述工程难题体现了范式差异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现。新型计算强调新型计算状态演化及其概率性

测量结果，经典计算则强调可重复的数字控制和确定性的优化流程。二者在信息表示、运行机制和控制

方式上的差异，使接口设计、参数优化和误差处理成为不可回避的协调环节。因而，“范式耦合”并非

对差异的消解，而是在保留差异的条件下建立可运行的功能关系。 
从科学哲学角度看，这种工程结构也提示我们，不同理论框架之间的关系不能仅通过是否具有统一

的本体论基础来判断。在具体技术系统中，评价范式之间关系的重要标准还包括功能可实现性、接口可

协调性和工程有效性。范式耦合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由工程任务驱动的跨范式协同机制。与单一理论体系

内部的修正机制相比，它关注的是不同计算体系在实际系统中的功能分工和相互制约。 

6. 结语 

新型计算的发展表明，具有不同理论基础的计算范式可以在实际技术系统中形成稳定的功能联系。

经典计算与新型计算并未简单表现为单向替代关系，而是在当前硬件和算法条件下形成了以新型计算处理、

经典优化和系统控制共同参与的混合计算结构。VQE、QAOA 等算法为分析这一结构提供了典型案例。 
本文提出的“范式耦合”主要用于描述这种跨范式功能协同关系。其核心并不是消除新型计算与经

典计算之间的理论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考察接口、反馈、优化和控制如何将不同计算机制组

织为完整的技术流程。贫瘠高原、接口开销和控制复杂度等问题进一步表明，范式耦合既具有功能互补

的一面，也存在明显的工程约束。 
因此，在新型计算仍处于持续工程化发展的阶段，对其进行科学哲学分析时，应同时关注理论基础、

技术条件和实践效果。范式耦合为理解新型计算与经典计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以工程实践为中心的

分析视角，也为进一步研究混合计算系统中的技术协同、控制机制和科学理性提供了可讨论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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